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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清末科举之改制停罢，与科举制度的内部危机关联密切。道光以来，各省乡试

人数不断攀升，清廷不但无力限制，更放任地方大肆添建贡院号舍，对科举考试的严肃性乃

至士习文风造成消极影响。这类工程多因增广学额、举额而起，实则与清廷管控乡试规模的

态度和能力有关，而清末添建贡院号舍的新高潮与乡试规模失控亦是乾隆科举改革“崇尚实

学”的指导思想及其政策遭到废置的表现。至此，科举既无裨于实学，不得不让位于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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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人论及清末科举改制到停罢的过程，以“废除八股、改试策论”继而“立停科举、推广学校”为最

要，更多强调西学、西式教育理念等外部因素的冲击。然而，导致科举制度难以为继的内部因素同样

值得注意。道光以来，全国各省乡试的应考人数开始不断攀升，同光时期达到历史之最。① 对此，清

廷不但无力加以限制，更放任地方大肆添建贡院号舍，这大大增加了乡试组织和管理的难度，亦对科

举考试的严肃性甚至士习文风均产生了消极影响。其结果是清末乡试点名混乱失序、搜检有名无实、
场规每况愈下，直到上海出版的缩本洋板考试用书乘虚而入、充斥考场，“抡才大典”几同儿戏。②

研究清代各省贡院不同时期的号舍数量及其添建活动，是考察这一变化的有效途径。特别自

咸丰八年( 1858) 后短短 40 余年间，以湖北、湖南、四川为肇始，全国几乎所有科举大、中省份都先

后实施了史上规模最大的贡院号舍添建工程，更可为观察清末乃至整个清代科举制度之实践提供

一个足资参考的历史侧面。③ 这类工程表面上多起于增广学额、举额等制度性诱因，实则与不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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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初稿曾在南开大学“边缘与之间: 近代中国的政治与社会”工作坊和第二届青年教育史学者沙龙报告，蒙与会专家提

点指正，复蒙匿名评审专家提出宝贵修改意见，谨此致谢!

唯受科举改制影响，清末最后两科乡试的各省应试人数均显著下降。参见曹南屏《“考试不足得人才”: 清末科举改制与

出版市场的互动及其影响》，《近代史研究》2018 年第 5 期。
参见“Nanking”，The North China Herald，Sep. 7，1889，p. 295; 震钧《天咫偶闻》，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47—48

页; 钟毓龙《科场回忆录》，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65—66 页; 徐世博《清末科举停罢前的上海“书局”考论》，《文史》2019 年

第 2 辑等。
清代科举制度定例，以直隶、江南、浙江、江西、湖广、福建为大省，山东、河南、山西、广东、陕西( 陕甘) 、四川为中省，广西、

云南、贵州为小省。参见《高宗实录》第 222 卷，《清实录》第 11 册，中华书局 1985 年版，第 86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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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清廷管控乡试考试规模的态度与能力有关。对此，不少先行研究虽有涉及，系统性地考订和分析

则付之阙如，本文拟就此展开探讨，求正方家。①

一、清代各省贡院号舍数量变化概况

贡院，是清代乡会试的考场，到同治十三年( 1874) 陕甘分闱后，全国共设京师、江南、浙江、江西、
湖北、湖南、福建、山东、河南、山西、广东、陕西、甘肃、四川、广西、云南、贵州计 17 处贡院，除京师贡院

由顺天府委员经理外，其他贡院均由该省布政司管理。贡院之门墙、堂楼、号舍皆有其规制，商衍鎏对

此曾有详细的描述。② 然而，不同时期各省贡院的号舍数量未有完整统计，仅散见于一些史料中: 一

是各省通志、省城首府府志、首县县志等地方志资料中“建置”“公署”或“学校”等卷; 二是《清实录》
《会典事例》《科场条例》中的记载; 三是主持贡院工程的官员或亲历者书写的奏折、碑文和纪事等。

然而，各类史料均有其限制。如，由于地方志编纂的时间或编纂者的重视程度各异，某些记录

有明显断档、陈陈相因或过于简略的问题。《清实录》的记录少且零散，《会典事例》“工部·公廨·
修理公廨”卷仅涉及京师贡院的情况，而“礼部·贡举·试院关防”卷与《科场条例》“关防·贡院”
卷，记载也难称完备。相较而言，奏折、碑文等材料的记述不仅更为细致，还是了解某项贡院工程更

加原始的资料，但传世者较少。尽管如此，综合利用这几类史料比勘互鉴，尚可梳理出清代贡院号

舍数量变化的概况。
表 1 依次开列清代各省贡院的号舍数量。③ 据此可知，各省贡院的号舍数量总体上经历了清

初较大幅度增长，清中期停滞、缓升，再到清末激增的变化过程。具体而言，顺治初年至乾隆九年

( 1744) 是清代贡院的成型期。清初贡院大多在明代贡院的基础上进行了修缮和扩建，其中江西、
河南、广东、四川、广西、贵州的贡院又先后迁址重建。此外，由于雍正元年( 1723) 湖北、湖南分闱，

后者亦新建了贡院。这一时期，各科举大省的贡院号舍数量均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增加，其中京师、
湖北、浙江贡院增数较多，分别添建了 5000—7000 余间; 同时，科举中、小省份亦有添建号舍的记

录，其中增数较多的如云南、山西、河南贡院分别添建号舍 2000 间。
此后，各省贡院添建号舍的活动在乾隆朝归于沉寂。管见所及，除四川贡院在乾隆五十二年

( 1787) 增加 156 间号舍外，没有其他贡院添建号舍的记录。到嘉道两朝，部分省份的贡院号舍数

量才出现增长。其中，江西、湖北、湖南、福建等科举大省陆续添建贡院号舍 1000—2000 间。相较

之下，科举中、小省份的号舍数量增幅更为明显，如四川贡院较康雍时期添建号舍近 5000 间; 河南、
广东贡院分别增加了 3000 间左右; 山西、陕西、广西、贵州的贡院亦分别增建了约 1500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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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既有研究以勾勒一省贡院的历史沿革为主，涉及贡院的修建过程、结构规模、经费管理与科举停罢后的保存和利用等。
如姜传松《江西贡院史探》，刘海峰主编《科举学的形成与发展》，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70—185 页; 张森《明清顺天

贡院的修建及经费探究》，《北京社会科学》2010 年第 4 期; 刘一彬《清代福建贡院的修建及其经费考论》，《石家庄学院学报》2014
年第 2 期; 刘海峰《江南贡院的命运》，《社会科学战线》2014 年第 6 期; 田建荣《陕西贡院的历史变迁与价值》，《长安大学学报》
2014 年第 3 期; 王力《明清贵州贡院的使用与维修》，《贵州文史丛刊》2015 年第 1 期; 袁尔纯、王建军《清代广东贡院修建考》，《中

国地方志》2017 年第 12 期; 刘海峰《江南贡院的保存与演变》，《厦门大学学报》2018 年第 5 期等。此外，关晓红以议修京师贡院为

线索考察科举制度从减额缓停到立停的决策过程，并视之为促成这一转变的重要关节，参见关晓红《议修京师贡院与科举制的终

结》，《近代史研究》2009 年第 4 期。
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58 年版，第 54—56 页。
由于这项统计旨在呈现清代贡院号舍数量的变化概况，限于史料的丰富程度，并不完全精确。如，有的贡院工程可能长

达数年，不同史料所记录的时间或有开工、竣工年份之别，号舍增量亦可能因记事者的身份( 工程主持者或地方志编纂者) 或目的

( 开工前请旨或竣工后奏报) 不同而存在些许差异，但无关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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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清代贡院号舍数量变化简表 ( 单位: 间)

地区

年号
康熙 雍正 乾隆 嘉庆 道光 咸丰 同治 光绪

京

师

元年，7240;

十一年，+1000;
四十一年，+75

十三年，8315，

+ 1685
十二 年，约

9200，+729

三年，10420;

九年，10420，

+ 3000

十一年，

+ 3000

江

苏

安

徽

二十九年添建

号舍; 五十二年

增至约13000

元年，+ 约

4000; 十年添

建号舍

四年，16321，

+823，17144

十年，约15700;
二 十 五 年，

+ 500

三年重建，约

16000; 六年，

+ 2812; 十二

年，+约 2000，

20646

浙

江

二 十 三 年，

4850，+5120;

五十年，+2300，
12276

七年大修
九年，约

11000

四 年 重 建，

11335; 五 年，

+ 约 800; 十

二 年，10957，

+3237，14194

江

西

二 十 年 迁

建，约 10000;

五 十 八 年，

+ 1000

四 十 七 年

大修，10000
二十年改建，

10323，11685

九年大修，

约 12600，

+ 950

六年，+4000，

17591

湖

北

湖

南

三 十 一 年，

+ 约 1000，约

7000; 四 十 二

年，+ 约 5000

元 年 分 闱，

稍加裁并

五十四 年，

约 5500
九年，+800

十三年，约

7290，8040

八年重修，

+ 约 3000，

约 10100

八年，+ 约

2100

二年，+ 约

500; 二十年，

+ 约 300

元年，新建

8500
十 二 年 重

建，5000

三年，+1000;

二十四年，

+ 1000
八年，+500 四年，+1430 二年，+2105

福

建

三 十 八 年、四

十 四 年、四 十

七 年、五 十 六

年增辟文场

十 八 年 重

修，约 8000
八年，+ 约

1000，9386
十二年，+535，
9921

十五年，

+ 1116

山

东
十年，10000

三年，10000，

+ 425
元年，+600

九年，约 9000，

+ 3000

二十三年，

12400，

+ 2190

河

南

十 年 迁 建，

约 5000
六年，+2000

九年，9000，

11866; 二 十

四年重建

九年，约11000，
+ 3078

山

西

七 年，5874，

+ 2000

五年重 建，

约 6900; 十

年，+ 1090

八年，－ 约

1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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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地区

年号
康熙 雍正 乾隆 嘉庆 道光 咸丰 同治 光绪

广

东

二 十 三 年 迁

建，5000

元 年 重 建，

7603; 二 十

二年，+ 565

十 一 年 重

建，8154

元年，+500;

六年，+3000，

约 11708

十一年，

+ 1000

陕

西

甘

肃

五十六年增建

南号舍

元年续建南

号舍

十 年，7008，

+ 1482

十 二 年，

+ 约 2030

十三年分闱，

新建贡院

四

川
四年迁建

五十 一 年，

四千数百余

间; 五 十 二

年，+156

十 一 年，

+1000，6306

八年，6306，

+ 1200; 十

九年，+2500
九年，+1517

四年，11500，

+1000; 七年，

+276; 九年，

+1000，13799

广

西

五年、二 十 年

迁建

二年增修号

舍; 十 年

重修

七年，+420;

三十六年，

3425，2641

十 三 年，

3600，+1411

云

南

三 年 大 修，

1800; 四十七年，

约 2800，4865

六 年 增 西

场号舍

元 年 改 建

号舍
约 5000

贵

州

顺治十六年迁

建; 十 一 年，

+ 约 700

六 年 添 建

号舍
约 3000

八年，+1385;

十 一 年，

+ 378; 二 十

六年，4931

十一年，

4427

资料来源: 康熙《云南府志》第 9 卷，“学校志二”，第 1 页; 雍正《浙江通志》( 四库本) 第 30 卷，“公署上”，第 23—25 页;《湖广

通志》( 四库本) 第 22 卷，“学校志”，第 25—26 页;《山东通志》( 四库本) 第 26 卷，“公署志”，第 3 页;《河南通志》( 四库本) 第 43

卷，“学校下”，第 17—21 页;《陕西通志》( 四库本) 第 15 卷，“公署”，第 5—6 页;《四川通志》( 四库本) 第 5 卷中，“学校”，第 28

页; 乾隆《福建通志》( 四库本) 第 19 卷，“公署”，第 5 页; 道光《重纂福建通志》第 18 卷，“公署”，第 13—16 页; 《贵阳府志》第 43

卷，“学校略下”，第 20—23 页;《黔南识略》第 1 卷，第 14 页;《昆明县志》( 光绪二十七年刊本) 第 3 卷，“建置志”，第 3—4 页; 同治

《南昌府志》第 11 卷，“建置”，第 1—9 页;《番禺县志》第 15 卷，“建置略二”，第 14—17 页;《重修成都县志》第 4 卷，“学校志”，第

4—6 页; 光绪《湖南通志》第 67 卷，“学校六”，第 13—17 页;《山西通志》第 80 卷，“公署略下”，第 28—29 页;《甘肃新通志》第 33

卷，“学校志·贡院”，第 1—4 页;《续云南通志稿》第 26 卷，“衙署上”，第 3—4 页;《续纂江宁府志》第 7 卷，“建置”，第 13 页;《临

桂县志》( 桂林市档案馆 1963 年石印本) 第 14 卷中册，“建置志二”，第 61—63 页; 民国《湖北通志》志 38，“学校四”，第 11 页;《续

陕西通志稿》第 6 卷，“建置一”，第 6—7 页;《杭州府志》第 18 卷，“公署一”，第 36—38 页。《高宗实录》第 142 卷，《清实录》第 10

册，中华书局 1985 年版，第 1048 页;《宣宗实录》第 22 卷，《清实录》第 33 册，中华书局 1985 年版，第 396 页。光绪《会典事例》第

870 卷，“工部·公廨·修理公廨”，《续修四库全书》第 810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543—548 页; 光绪《科场条例》第 28

卷，“关防·贡院”，第 1—31 页。那苏图:《题销江苏省拓展修葺江宁贡院用过银两折》( 乾隆四年六月十五日) ，中国第一历史档

案馆( 下文称“一档馆”) 藏，内阁档案，02 /01 /008 /000136 /0010; 马新贻:《浙省捐建贡院考棚银数折》( 同治五年正月二十四日) ，

一档馆，军机处档案，03 /5000 /008; 崇实:《绅民捐修贡院并添建号舍工竣折》( 同治七年三月二十五日) ，一档馆，军机处档案，03 /

4989 /012; 卞宝第:《扩充增建闽省贡院号舍工竣折》( 光绪十五年八月二十四日) ，一档馆，宫中档案，04 /01 /37 /0132 /026。觉罗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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麟:《晋省贡院添造号舍折》( 雍正七年三月二十九日)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宫中档( 本文所引宫中档皆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以下

不再注明藏所) ，402012493; 喀尔吉善等: 《贡院坍颓日甚士绅之好义情殷据实陈明折》( 乾隆十八年二月二十五日) ，宫中档，

402003281; 陈辉祖:《请借公项改修贡院号舍折》( 乾隆三十六年五月二十日) ，宫中档，014374; 毕沅等:《贡院因上年被水倾圮应请

动项兴修折》( 乾隆五十四年四月初二日) ，宫中档，403056825; 讷尔经额等:《贡院工竣请鼓励官绅折》( 道光十三年正月二十二

日) ，宫中档，062192; 祁 :《请鼓励捐修贡院各工绅民折》( 道光十三年十月初六日) ，宫中档，065722; 官文:《筹办省城善后各工程

已将贡院建造完竣开科取士请将劝捐监工尤为出力之绅士恳恩鼓励折》( 咸丰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宫中档，406009663; 孙葆元:

《岁试通州完毕谨陈考试情形折》( 咸丰九年八月十二日) ，宫中档，406011022; 万青藜等:《科场人多号舍不敷拟变通办理折》( 同

治三年八月初六日) ，宫中档，098340; 曾国藩: 《江南贡院建修工竣定于十一月举行乡试折》( 同治三年九月十九日) ，宫中档，

099276; 丁宝桢:《增建号舍添设房官折》( 同治九年五月二十九日) ，宫中档，101476; 万青藜等:《请增建贡院号舍折》( 同治九年九

月初一日) ，宫中档，102843; 李鹤年:《增建号舍完竣用过银数折》( 同治九年十月十六日) ，宫中档，103706; 李鹤年等:《展拓贡院

号舍折》( 同治十二年七月二十九日) ，宫中档，111646; 李秉衡:《文闱坐号不敷请添建号舍折》( 光绪二十三年九月二十九日) ，宫

中档，142257。《鄂省添设号舍》，《申报》，1876 年 6 月 30 日，第 2 版;《广厦胪欢》，《申报》，1894 年 3 月 11 日，第 2 版。袁嘉谷:

《贡院》，张建新、董云川编:《云大文化史料选编》，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1 页;《增修贡院碑记》《江宁重修贡院记碑》《重

修江南贡院碑记》，冯家红编著:《江南贡院碑刻》，文汇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62—66、92—101 页。张传:《有关云南贡院的两块碑

记》，《思想战线》1981 年第 6 期; 陈宁宁:《河南贡院清代碑记两通》，《历史档案》2012 年第 4 期。

咸丰朝以后，全国几乎全部科举大、中省份的贡院再次出现了添建号舍的热潮。此次添建，不

仅各地号舍数量增幅为史上最巨，且前后仅用 40 余年。其中，增长较少的如福建、陕西、河南贡院，

陆续添建号舍 1500—3000 间; 四川、湖南、浙江、广东添建号舍 3500—4500 间; 增长最多的江南、江
西、山东、湖北、京师贡院，添建号舍达 5000—6000 间。此外，同治十三年陕甘分闱，甘肃省也新建

了贡院。
不难发现，清初添建号舍的省份集中于科举大省和部分科举中省，在乾隆朝添建号舍停滞后，

嘉道时期添建号舍则以科举中、小省份居多，而且这两轮添建号舍的省份具有一定的互补性。由

此，咸丰朝以前或可视为清代贡院号舍数量的第一个增长期，其后则为另一个新的增长期。同时，

前后两个增长期均源于一个显著的制度性诱因，即康雍、咸同时期清廷大规模增广各省学额和举额

的政策。

二、增广学额和举额: 添建贡院号舍的制度性诱因

集中地、大规模地增广学额是各省贡院添建号舍的制度性诱因之一。学额增加导致生员人数急

速膨胀，同时，由于各类生员是乡试考生的主体，必然有更多人期望获得乡试的考试资格。况且，不管

是清廷主动为之，或是受时事所迫，增加学额向来被视为朝廷嘉惠士林的“仁政”，因此添建贡院号舍

容纳更多考生似乎理所当然。清代普遍性增加各省永远学额活动共有两次，第一次是康雍时期，尤以

雍正二年至四年( 1724—1726) 的增额最为集中; 第二次是咸同年间。表 2 统计了清代各省学额变化

的大致情况。其中，康熙九年( 1670) 的学额比较适宜作为观察清代学额变化的基准。这一年，清廷重

订了各类儒学的学额标准，此后新设或增加学额大抵遵循之，故根据乾隆《学政全书》对各省学额变化

的记录，可以推算出“康熙九年原额”。① 另外，表 2 还列出了乾隆三十九年( 1774) 和光绪二十五年

( 1899) 的两组学额，分别据乾隆《学政全书》和光绪《会典事例》辑出。为了便于分析，表 2 又单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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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乾隆《学政全书》第 42 卷，“学额总例”，第 1—2 页。李世愉曾讨论清代两次大规模增广学额的活动，认为第一次是乾隆

时期临时性地增广学额活动的总和。然而，由于《学政全书》将雍正时永广学额的活动记入“学额总例”，且均以康熙九年定例为

基础，因此考察清代学额变化的“原额”至少应提前至康熙九年。参见李世愉《两次大规模增广学额之比较研究》，《清代科举制度

考辩》，沈阳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77—20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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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列了康熙二十八年( 1689) 、五十四年( 1715) ，雍正二年至四年和十年( 1732) 这几次增幅较大的

学额增额以及咸同时期各地“永广学额”的数量( 系光绪二十五年总学额的一部分) 。

表 2 清代学额变化简表 ( 单位: 名)

年份

地区

康熙九年

原额

康熙二十八

年增额

康熙五十四

年增额

雍正二年至

四年增额

雍正十年

增额

乾隆

三十九年

光绪

二十五年

咸同

永广学额

八旗 80 + 3 109 109 + 33

奉天 41 + 10 71 134 + 29

直隶 1890 + 422 + 267 2718 2740 + 40

江苏 890 + 289 + 228 1392 1414 + 360

安徽 826 + 289 + 146 1279 1284 + 325

浙江 1196 + 399 + 185 1796 1803 + 374

江西 1182 + 159 1356 1360 + 770

福建 931 + 148 1183 1243 + 338

河南 1472 + 163 1667 1667 + 235

山东 1553 + 250 1873 1850 + 123

山西 1276 + 184 1532 1546 + 84

湖北 934 + 90 1099 1117 + 426

湖南 966 + 135 1249 1264 + 418

陕甘 1688 + 118 + 113 2003 2029 + 110

四川 1300 + 87 1447 1479 + 545

广东 1178 + 129 1319 1339 + 409

广西 849 + 82 1000 1032 + 105

云南 1018 + 152 1313 1369 + 3

贵州 558 + 49 734 766 + 1

小计 19828 + 4097 25140 25545 + 4728

资料来源: 乾隆《学政全书》第 42—61 卷记录之各省学额、光绪《会典事例》第 370—380 卷记录之各省学额和永广学额。另，

上述文献所载陕甘学额事例中均缺“雍正十年”条，以致陕甘不少儒学在康熙九年的原额难以计算，本表则据雍正十年十二月十九

日实录补充之。参见《世宗实录》第 126 卷，《清实录》第 8 册，中华书局 1985 年版，第 658 页。

据表 2 可知，清初学额的增广活动主要是在康雍两朝完成的。自康熙九年到乾隆三十九年，全

国各地儒学的学额总数共增加 5312 名，而康熙二十八年、康熙五十四年、雍正二年至四年和十年的

增额就达到 4097 名，占此间学额增加总数的 77%。然而事实上，康雍时期全国学额总数的增幅远

超 4097 名，这是因为不少儒学，特别是中、小省份的儒学，是在康熙九年后才设立的，它们并未在前

述各年获得增额，故不便逐一列明。
此后，乾隆三十九年至光绪二十五年间，全国各地儒学的学额总数又增加了 5133 名，而若将咸

同年间“永广学额”的部分排除在外，各地学额仅增长 405 名。换言之，咸丰三年至同治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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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3—1871) ，清廷为了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允许通过捐输增加各地永远学额的政策，正是全国学

额再次出现大幅增长的主因。另外，康雍时期和咸同时期两轮永广学额的规模大致相当，而两个时

间段也恰好位于清代贡院号舍数量两个增长期的开端。
增广举额也是各省贡院添建号舍的一个制度性诱因。一方面，清代乡试的录科额数是举额的

倍数，随着举额增加，进场人数势必增加。另一方面，增加举额亦刺激考生获得额外乡试资格的意

愿，以致必须通过添建号舍才能满足需求。在清代，普遍增加各省永远举额的活动主要有四次，前

三次在康雍时期，分别是康熙三十五年( 1696) 、五十年( 1711) 和雍正二年。到乾隆九年，朝廷对各

省举额进行少量缩减，此后各省举额基本未再更动。到咸同年间，各省举额再次出现较大规模的增

长( 见表 3) ，其原因亦是清廷为了筹集军费开捐。然而，在清末举额增速远小于学额增速的背景

下，考生愈加珍惜乡试机会，添建号舍无异于扬汤止沸，不断添建在所难免。

表 3 清代举额变化简表 ( 单位: 名)

年份

地区
顺治二年

顺治

十七年

康熙

三十五年

康熙

五十年
雍正二年 乾隆九年 咸丰二年

光绪

十三年

咸同永

广举额

顺

天

直 隶 115 58 80 108 108 + 五经 5 102 106 102 + 2

奉天、宣
化、承德

5 4 4 7 7 8 7 15

贡 监 86 43 57 78 78 + 五经 4 76 76 76

八 旗 30 40 40 41 41 41 + 8

江

南

江 苏

安 徽
145 63 83 99 99 + 五经 5

69

45

69

45

69

45

+ 18

+ 10

浙 江 107 54 71 99 99 + 五经 5 94 94 94 + 10

江 西 113 57 75 90 99 + 五经 5 94 94 94 + 10

湖

广

湖 北

湖 南
106 53 70 99

50 + 五经 3

49 + 五经 3

48

45

48

45

48

45

+ 10

+ 10

福 建 105 53 71 85 89 + 五经 5 85 87 87 + 13

河 南 94 47 62 74 74 + 五经 4 71 71 71 + 8

山 东 90 46 60 72 72 + 五经 4 69 69 69 + 2

广 东 86 43 57 68 74 + 五经 4 71 71 71 + 14

四 川 84 42 56 67 67 + 五经 3 60 60 60 + 20

山 西 79 40 53 63 63 + 五经 3 60 60 60 + 10
陕

甘

陕 西

甘 肃
79 40 53 63 63 + 五经 3 61 62

41
30

+ 9
+ 10

广 西 60 30 40 48 48 + 五经 2 45 45 45 + 6

云 南 54 54 42 56 56 + 五经 3 54 54 54 + 10

贵 州 40 20 30 36 36 + 五经 2 40 40 40 + 10

合 计 1448 747 994 1252 1334 1238 1244 1257 + 190

资料来源: 咸丰《科场条例》第 19 卷、光绪《科场条例》第 20 卷记录之各省乡试定额，光绪《科场条例》第 24 卷记录之咸同年间各

省捐输加广乡试定额。按，雍正元年湖南、湖北分闱后，中额内有 1 名系两省间科轮中，此处暂记入湖北额内; 广东卤字号、顺天中皿字

号、湖南田字号、各省旗字号、顺天算字号以及甘肃聿中字号，录取办法各异，是否取中、中额多少均视考试人数而定，未便统计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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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本文列举的学额、举额的增加限于永广学额、举额范畴。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咸同时期

各地捐输学额、举额的一次广额也相当可观，这自然也属于添建贡院号舍的制度性诱因。① 只不

过，增广学额和举额固然会诱发乡试入场士子的人数增多，但考生对乡试的渴望并不一定转变为官

府添建贡院号舍的决策。事实上，是否添建号舍更取决于不同时期中央与地方管控乡试考试规模

的态度与能力。有研究指出，乾隆时期全国各地学额一次广额的总规模就达到与咸同时期永广学

额总数相当的约 3 万人。② 但是，乾隆年间并没有出现各省大规模添建贡院号舍，要解释这种现

象，还需梳理清代乡试录科定额政策的得失。③

三、乾隆重订录科定额政策与贡院工程停滞

清代科举制度对管控乡试考试规模本有立法。据光绪《会典事例》记 载，早 在 顺 治 二 年

( 1645) ，即有“顺天及直省乡试，每中式举人一名，取应试生儒三十名”的定例。康熙二十九年

( 1690) ，安徽、江苏、浙江三省的录科定额被上调为举额的 60 倍，一年后再提高到 100 倍。④ 然而

事实上，江浙两处贡院的号舍数量远远高于安徽、江苏、浙江三省乡试中额的 100 倍。同时，未见明

旨增加录科定额的省份，也大多先后添建了贡院号舍。在乾隆九年以前，除京师贡院外，江西、湖
北、湖南、山东、山西贡院的号舍数量均超过了举额的 100 倍; 河南贡院的号舍数量达到举额的 90
倍; 广西、云南等边陲省份的贡院，号舍数量亦达到举额的 70—80 倍。至此，顺治初年以举额的倍

数限定乡试规模的政策已形同虚设。
既然定额不复存在，各省学政于科试和乡试场前录遗，以及督抚另行的“大收”考试，自然不会

太过为难考生。袁枚在回忆雍正十年( 1732) 乡试录科时，便记录到:

壬子乡试，将赴科考。是日五更，梦遇门斗李念先于路，摇手曰:“勿去! 勿去! 相公科考

不取、遗才不取，须大收方取耳。”是时科考、遗才最宽，余自问必不至此，后一如其言。⑤

这一做法必然导致乡试规模不断扩大，在增加考务负担的同时，更对科举考试的严肃性乃至文风士

习产生不良影响。
深感于此，清廷在乾隆九年议定录科定额新政，严防乡试规模继续膨胀。早在三年前，乾隆帝

就以学政录遗、督抚大收过滥为由，将乡试入场考生的人数限定为举额的 100 倍。次年，他又对学

政、督抚乡试录送过滥的积习大加申斥，认为这不但加重了乡试考官的评卷负担，更导致文理不佳

的士子“以观光为游戏”，“不复攻苦于寒窗”。不过，当时并未收紧“举人一名、科举百名”的限额，

只是严令学臣等必须慎重办理录科事宜。⑥

乾隆九年，工科给事中吴炜又有照旧例并蓄兼收之请。乾隆帝在驳斥吴炜识见浅之余，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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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谢海涛:《中央与地方的交换: 晚清咸同年间科举录取名额的增加》，《清史研究》2009 年第 4 期; 张瑞龙:《中央与地方: 捐

输广额与晚清乡试中额研究》，《近代史研究》2018 年第 1 期。
李世愉:《两次大规模增广学额之比较研究》，《清代科举制度考辩》，第 177—208 页。
“录科定额”亦称“科举定额”，为行文方便，本文统一使用“录科定额”。
光绪《会典事例》第 337 卷，“礼部·贡举·录送乡试一”，《续修四库全书》第 803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43—344 页。
袁枚:《随园琐记》，《子不语》第 17 卷，王英志编纂校点:《袁枚全集新编》第 11 册，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358 页。
《高宗实录》第 160、213 卷，《清实录》第 11 册，第 21、732—73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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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缩减各省录科定额。此次议决的方案是直隶、江南、浙江、江西、湖广、福建 6 个科举大省，每

举人 1 名，准录科 80 名; 山东、河南、山西、广东、陕西、四川 6 个科举中省，举人 1 名录科 60
名; 广西、云南、贵州 3 个科举小省，举人 1 名录科 50 名; 顺天乡试满、合、夹、旦、卤、南北中皿

等字号，亦以举人 1 名录科 80 名为限，同时申明外省督抚衙门不得复行大收。三年后，顺天府

府尹蒋炳等因京师贡院号舍不敷，议将直隶贝字号照科举中省例录送举额的 60 倍，得旨依议

速行; 并采纳浙江布政使唐绥祖的建议，以各省乡试副榜为基数，每副榜 1 名，科举大省增加录

科定额 40 名，科举中省增加 30 名，科举小省增加 20 名。至此，这一录科政策直到清末未再

更易。①

为了贯彻新政，乾隆帝还制定了新的录科程序，即学政须视各地文风差异酌定科试取录人数，

乡试场前录遗，又须于定额外酌取若干考生备选，以便乡试点名进场时以备选者递补，满额为止。②

同时，乾隆帝更坚决制止朝臣增加录科人数的企图。例如，乾隆十六年( 1751) ，四川按察使鄂敏以

太后六旬万寿为由，请于次年恩科录遗时，凡文理清顺者不拘常额量为录送。此奏不但引起乾隆帝

不满，更给予“所奏可谓得陇望蜀，汝不宜为此好名之请也”的批语。③ 随后，鄂敏又上奏分辩，更得

朱批“前奏犹可，此则取巧矣，朕因此甚卑汝之为人”④，可见乾隆对轻言增加录科定额甚为反感。
同年，山西布政使多纶亦有此奏，乾隆不但批示“所见谬极”，更明发上谕公开驳斥鄂敏、多纶等奏

请。⑤ 此外，笔者所见乾隆朝各省乡试录记载的入场士子人数中，除河南省略多于定额外，其他省

份均符合定额政策，福建、山东的乡试人数对比康雍时期的记录更呈现大幅下降。⑥ 凡此，无疑对

各省贡院号舍的添建工程产生显著影响。
前文已述，乾隆九年至乾隆末年，除四川贡院添建 156 间号舍外，没有其他贡院添建号舍的记

录。值得注意的是，四川贡院即便在添建号舍之后，若考虑誊录、对读所需号舍以及厕号等⑦，所剩

供考生使用的号舍数量与当时该省 3960 名的录科定额大体吻合。同样，福建贡院于乾隆十八年

( 1753) 重建后，号舍数量仅略高于该省 7480 名的录科定额。另外，湖北、湖南两处贡院的号舍较

之雍正时期也大幅缩减。其中，乾隆十年( 1745) 湖南巡抚蒋溥奏报贡院大修事，提到湖南中额已

核定为 45 名，取录科举 3600 名，于是决定将原有 8500 间号舍，改建为 5000 间。⑧ 又如，广西于乾

隆三十六年( 1771) 维修贡院，考虑到每科录送乡试不过 2430 名，计划拆去空号 900 余间。⑨ 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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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高宗实录》第 222、286、290 卷，《清实录》第 11 册，第 867—868 页; 第 12 册，中华书局 1985 年版，第 732、796 页。唐绥

祖:《请将副榜一项照举人例每名加添录送科举以广皇恩折》( 乾隆十二年三月二十四日) ，宫中档，000302。
光绪《会典事例》第 337 卷，“礼部·贡举·录送乡试一”，《续修四库全书》第 803 册，第 348—349 页。
鄂敏:《请增广壬申恩科录科定额折》( 乾隆十六年七月十三日) ，宫中档，403000123。
鄂敏:《谢训饬请量录科举折》( 乾隆十六年十月十一日) ，宫中档，007417。
多纶:《请暂宽科举之额共邀旷典折》( 乾隆十六年九月十八日) ，宫中档，403000570;《高宗实录》第 399 卷，《清实录》第

14 册，中华书局 1985 年版，第 251—252 页。
参见《中国科举录汇编》《中国科举录续编》( 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2010 年版) 收录的康熙十一年江西、康熙三

十五年和四十一年山东、康熙五十年福建、雍正二年广西、雍正十年四川、雍正十三年湖北、乾隆二十七年浙江、乾隆三十三年顺

天、乾隆三十五年和三十九年福建、乾隆五十九年云南乡试录; 美国国会图书馆( www. loc. gov) 收藏的康熙二十九年陕西、康熙五

十三年顺天、雍正元年山东、乾隆十七年福建、乾隆二十一年和五十四年山东、乾隆二十四年和二十五年、三十三年、三十九年、四
十四年、四十五年河南乡试录。

据笔者所见京师贡院的史料估算，誊录、对读书手所需号舍约为入场士子人数的 1 /10。参见万青藜等《科场人多号舍不

敷拟变通办理折》( 同治三年八月初六日) ，宫中档，098340; 恩承《遵议顺天府援案奏请增建贡院号舍折》( 光绪八年十二月十九

日) ，一档馆，军机处档案，03 /7185 /085; 潘祖荫《己丑恩科乡试监临纪事附武乡试监临纪事》，《清代家集丛刊》第 51 册，国家图书

馆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361—384 页。
光绪《湖南通志》第 67 卷，“学校六”，第 13—14 页。
陈辉祖:《请借公项改修贡院号舍折》( 乾隆三十六年五月二十日) ，宫中档，014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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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朝以后，江南、浙江、江西的贡院号舍数量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缩减，应与朝廷严厉控制乡试规

模，大量空置的号舍因年久失修而损坏倾颓有关。

四、添建贡院号舍的新高潮与录科定额政策失效

嘉庆年间，京师、江西、湖北、湖南、四川、云南等处贡院再次开始添建号舍。其中，京师贡院添

建号舍 729 间，总数恢复到 1 万间的规模。此次添建，实因数科以来考生渐多，临时搭盖的“棚号”
不便稽查，且有烛火隐患、难避风雨，不能行之经久。① 当然，京师贡院是全国唯一一处号舍总数远

低于乡试录科定额的贡院，以乡试人多为由添建号舍顺理成章。而其他几处贡院添建号舍，又是什

么理由呢?

尽管相关史料没有完全指明上述所有贡院添建号舍的具体原因，但至少可以知道，逢乡试广额

年份号舍不敷使用成为了各地添建号舍的主要借口。如嘉庆三年( 1798 ) ，湖南巡抚蒋晟、学政范

鏊即以“应试士子数多”为由添建号舍千间。② 这一年，恰是嘉庆登基后的首个乡试年，而根据嘉庆

元年( 1796) 的恩诏，此次乡试所有科举大省加广中额 30 名、科举中省加 20 名、科举小省加 10 名。
其中，湖北、湖南各增中 15 名。③ 由此，当科乡试湖南省的录科定额将上调 1200 名，这就是当年湖

南乡试“人多”的来由。
同样，嘉庆九年( 1804) 湖北省亦有黄冈人王宗华呈请增加号舍 800 间，更捐银 2000 两存典生

息，也说明是“备广额供给之用”。④ 嘉庆十一年( 1806) 四川贡院添建号舍 1000 间⑤，正与广额年

份增加考生 1200 人相当。嘉庆二十年( 1815) 江西贡院在阮元的主持下重建原号并添建新号 1362
间，此番添建亦因江西贡院号舍总数不过“如额而已”，每逢“敬遇国恩广额、加录遗才，猝增芦席棚

号千余座”，士子苦之，于是添建号舍以便一劳永逸。⑥ 添建后，江西贡院有号舍 11685 间，与科举

大省广额 30 人的录科定额( 10640 人) 加上誊录、对读书手等号舍( 约 10% ) 之和相当。
然而，嘉庆年间添建号舍的贡院多为同类贡院中号舍数量相对少的。如，江西贡院与浙江贡院

举额相同( 94 名) ，四川贡院与山西贡院举额相同( 60 名) ，但浙江、山西的贡院在康雍时期已增建

了足够多的号舍。又如，湖北、湖南贡院虽在分闱初期保存或新建了大量号舍，但在乾隆朝这些号

舍没有得到保留。此外，嘉庆朝仍有不少学政上报遵照定额录取科举的例子。⑦ 因此，即便嘉庆朝

重新出现了数省添建贡院号舍的情况，却并不能将其简单视为朝廷对乡试规模的管控有所放松，只

不过，以乡试广额这类略显牵强的理由添修号舍，的确为后来更多省份竞相效仿提供了先例，亦为

乡试规模逐渐扩大乃至失控埋下隐患。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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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光绪《科场条例》第 28 卷，“关防·贡院”，第 12—14 页。
光绪《湖南通志》第 67 卷，“学校六”，第 15 页。
光绪《会典事例》第 348 卷，“礼部·贡举·乡试中额一”，《续修四库全书》第 803 册，第 483 页。
民国《湖北通志》志 38，“学校四”，第 11 页。
同治《重修成都县志》第 4 卷，“学校志”，第 5 页。
同治《南昌府志》第 11 卷，“建置”，第 2—6 页。
吴省兰:《恭报科试全竣及会考选拔录送遗才三场已毕情形折》( 嘉庆六年八月十七日) ，宫中档，404005881; 钱学彬:《敬

陈考试情形折》( 嘉庆十三年七月十二日) ，宫中档，404011502; 玉麟:《奏报恩科乡试录遗等事折》( 嘉庆十三年八月二十二日) ，宫

中档，404011816; 李宗瀚:《敬陈岁试长沙录遗事竣并出试岳澧缘由折》( 嘉庆十三年十月十六日) ，宫中档，404012219。
清代乡试中额一次加广大省 30 名、中省 20 名、小省 10 名的情况仅 8 次，通常只出现在新帝即位后首科乡试，此时录科定

额达到最高值。参见光绪《科场条例》第 23 卷，“乡会试广额”，第 1—18 页;《德宗实录》第 268 卷，《清实录》第 55 册，中华书局

1985 年版，第 590 页; 第 347 卷，第 56 册，中华书局 1985 年版，第 44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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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时期，更多省份为贡院添建了号舍，特别是号舍存量较少的科举中、小省份。由此，全国各

处贡院的号舍数量，除京师贡院外，大都突破了政策内各省乡试录科定额的最高值。其中，科举大

省如江南、江西、湖北、湖南的贡院号舍数量较录科定额峰值多出 1500—2000 间; 科举中省如山东、
广东、山西、陕西的贡院号舍数量多出 2000—3000 间，河南、四川的贡院号舍数量更多出 5000—
6000 间; 科举小省如广西、贵州的贡院号舍数量亦多出约 2000 间。

此间各地奏请添建贡院号舍的理由亦不外乎考生增多，临时搭设的“席号”“棚号”等难蔽风雨

且不足以严肃关防等。但是，除福建提及坐号不敷系因“恭逢恩〔科〕广额加录遗才”①所致外，其

他贡院的添建活动均未再以乡试广额作为说辞。江南贡院添建号舍是由于“两江应试者多，号舍

常不足”②; 湖北“多士志切观光……因限于号数不能广取，致令向隅”③; 河南“拓号舍至九千间，然

犹不足容多士”④; 广东“以号舍额隘，考录遗才者〔联〕袂相属”⑤; 四川“通省士子踊跃观光，人数

增多……乃因号舍数满不令入场，未免向隅”⑥; 山西“观光者更众，号舍仍属不敷”⑦; 陕西“迩来陕

闱观光者号舍实不能容”⑧; 广西“近年来文教日兴，观光者众，入场士子坐号不敷”。⑨ 最晚不过道

光年间，“乡试人多”再次成为添建贡院号舍的合法借口。添建号舍为录科定额松绑创造可能，比

如自道光十九年( 1839) 始，广东省乡试人数一举突破录科定额( 4680 人) 的限制，而该科应试人数

( 7100 人) 恰与道光元年重建号舍的规模相当。瑏瑠 直到清末，各省添建号舍大抵以“人多”为由，贡

院工程的请旨与批复不过是陈陈相因的官样文章，如江南、浙江、江西、湖北、福建、河南、山东、广东

等处的史料中均有记载，限于篇幅不再详举。瑏瑡

清末各省贡院大兴土木，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地方通过募集捐款完全掌握了这些工

程的自主权。自道光年间开始，因国库支绌，各地停建工程。早在道光六年 ( 1826 ) ，即有谕旨

“军务河工同时并举，……一切可缓工程，自应暂行停止，……非 必 不 可 缓 之 工，均 着 暂 缓 兴

办”，“总之可减则减，可停则停，慎勿动辄有另案工程也”。瑏瑢 贡院工程显然属于“减”“停”之

列。道光八年( 1828 ) ，福建巡抚孙尔准筹备贡院工程时就曾有“直奢费繁时，以西师停诸工作，

不得请帑”的困扰。瑏瑣 道光二十年( 1840) ，清廷更下令除坛、庙等紧要工程，其余一切工程均暂行

停止。瑏瑤

然而，道光年间各省贡院经康雍年间重建或大修后已历百余年，不少贡院的号舍卑窄，还频

频发生因地基过低而浸水倾圮的事故。据称福建、江南、湖北、广东、山西、广西等贡院的号舍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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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重纂福建通志》第 18 卷，“公署”，第 15—16 页。
《江宁重修贡院记碑》，冯家红编著:《江南贡院碑刻》，第 96—97 页。
讷尔经额等:《贡院工竣请鼓励官绅折》( 道光十三年正月二十二日) ，宫中档，062192。
陈宁宁:《河南贡院清代碑记两通》，《历史档案》2012 年第 4 期，第 50 页。
同治《番禺县志》第 15 卷，“建置略二”，第 14—15 页。
戴三锡:《增修川省贡院号舍片》( 道光八年九月初二日) ，宫中档，061345。
李德溥:《贡院号舍记》，道光《阳曲县志》( 1932 年重印本) 第 15 卷，“文徵上”，第 60—63 页。
民国《续陕西通志稿》第 6 卷，“建置一”，第 6—7 页。
祁 :《请鼓励捐修贡院各工绅民折》( 道光十三年十月初六日) ，宫中档，065722。
参见《广州大典》第 205—206 册( 广州出版社 2015 年版) 收录的顺治十一年，咸丰二年和十一年，同治元年和九年，光绪

二年、八年、十四年、十五年、十七年、十九年、二十年、二十三年、二十七年、二十九年广东乡试录及道光十五年、十七年、十九年、二
十年、二十三年、二十四年、二十六年、二十九年广东乡试录前序。

参见表 1“资料来源”。
《宣宗实录》第 104、107 卷，《清实录》第 34 册，中华书局 1985 年版，第 708、784 页。
道光《重纂福建通志》第 18 卷，“公署”，第 16 页。
光绪《会典事例》第 887 卷，“工部·营建通例·支给钱粮”，《续修四库全书》第 810 册，第 7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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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全部拆卸重建，而这些动辄耗银数万两的宏大工程不得不以劝捐为之。自道光九年( 1829 )

始，《清实录》先后记载了对捐修福建、陕西、河南、江南、湖北、广西贡院出力之官绅给予议叙旌奖

的决议。① 山西、贵州等省也有抚臣为捐修贡院者请奖的记录。② 可见，官绅捐助已成为贡院工程

筹措资金的普遍做法，从某种程度上讲，议叙旌奖亦是对各省不顾录科定额扩充号舍行为的一种

默许。
咸丰元年( 1851) ，清廷重申道光二十年暂停一切工程的决定，此后工部又于咸丰八年( 1858 )

奏定，凡民间捐修工程，事后不邀议叙且未曾借用官项者，均免其造册报销。③ 换言之，由于朝廷鼓

励地方自筹经费，各省实际上获得实施贡院工程的完全自主权，加之太平天国战后很多省份出现重

建或大修贡院的需求，咸丰八年后全国范围内再次出现添建贡院号舍的新高潮。到科举停罢前，尽

管各省举额在咸同年间皆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但全国绝大部分科举大省、中省的贡院号舍数量与录

科政策内可能出现的定额峰值之差进一步扩大，最终达到了历史最高值。伴随这一过程，各省乡试

规模不断膨胀，乾隆时期重订的录科定额政策彻底失效。

五、同光年间京师贡院的号舍添建活动

京师贡院的号舍添建活动是考察此类活动的一个独特的样本。一方面，京师贡院是全国唯一

一处号舍数量远远小于录科定额的贡院。理论上所有符合资格赴京乡试的考生( 直隶、八旗、各省

贡监和奉天考生等) ，其进场权利都应该得到保障———特别是在外省贡院的号舍添建工程接连获

准的情况下，添建京师贡院号舍势在必行。另一方面，京师贡院工程的决策更为复杂。其大修、添
建等需款较多者向无捐资成案，一般先由顺天府奏请，再经礼、户、工部合议，最后由皇帝钦派大臣

查估承修。④ 同时，整个过程还受到言官等的监督。换言之，由于京师贡院工程的决定权在皇帝，

因此这件在外省司空见惯、大可循例办理的事务容易演变成为对现行制度的检讨，进而成为各方争

执的斗场。
清末京师贡院的号舍添建工程前后经过三次提议。首次是在同治九年( 1870) 。当年秋闱后，

礼部尚书万青藜与顺天府尹王榕吉以考试人多、棚号不敷和外省成案为由，联名奏添号舍 3000 间。
事实上，早在同治三年( 1864) ，顺天乡试人数渐多问题就已显现。时任兵部尚书万青藜获派顺天

乡试监临，但因号舍不敷只好将誊录、对读书手所用号舍全部拨给参加乡试的士子，另搭席棚以济

办公。⑤ 一年后，万氏转任礼部尚书，此后两科考试人数有增无减，最终令他决心以添建号舍寻求

解决问题的长久方案。⑥

然而，添建号舍工程并没有缓解京师贡院号舍的紧张。据同治十二年( 1873) 乡试场后奉天府

丞兼学政张绪楷奏报，当科与试人数又增，以致誊录号舍仍须编为士子坐号，书手依旧只能以席棚

安置。张氏认为其原因在于学臣、监臣录取过滥，奏请以现有号舍数量严定录科人数，防止情况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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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宗实录》第 159、192、198 卷，《清实录》第 35 册，第 454、1033、1038、1115 页;《宣宗实录》第 230、245 卷，《清实录》第 36
册，中华书局 1985 年版，第 447、686 页。

李德溥:《贡院号舍记》，道光《阳曲县志》( 1932 年重印本) 第 15 卷，“文徵上”，第 62 页; 嵩溥:《奖励捐资修建贵州省贡

院号舍各绅士折》( 道光八年八月二十二日) ，一档馆，宫中档案，04 /01 /38 /0140 /024。
光绪《会典事例》第 887 卷，“工部·营建通例·支给钱粮”，《续修四库全书》第 810 册，第 712—713 页。
光绪《会典事例》第 870 卷，“工部·公廨·修理公廨”，《续修四库全书》第 810 册，第 546—547 页。
万青藜等:《科场人多号舍不敷拟变通办理折》( 同治三年八月初六日) ，宫中档，098340。
万青藜等:《请增建贡院号舍折》( 同治九年九月初一日) ，宫中档，102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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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恶化。① 不久，礼部议覆，除请旨重申乡试不得滥行录送的俗套外，又以于旧例不合为由驳回张

氏“以号舍定人数”的提议。② 另外，尚有证据显示，当时礼部还曾通饬各省学政遵照旧额录送乡

试，但很快遭到反弹。御史孙凤翔就指出京师贡院的号舍数量远未达到录科定额、各省乡试人数早

已远超定额的现实，贸然恢复旧规只能是“于顺天未见其疏通，而于外省适形其窒碍”，仍请各地照

历届变通办理。③ 此次因京师贡院添建号舍引发的讨论并未产生实质影响。
第二次议添京师贡院号舍是在光绪八年( 1882) 。据《申报》报道，当年顺天乡试的考试人数达

到 15330 人。④ 考后，顺天府再次提出添建号舍的请求。这份奏折先是得到了光绪帝的允肯，不

久，礼、户、工三部亦给出批准该项工程的建议。他们认为，各省加广学额、中额后，每有以乡试人多

为由添建号舍的请求，均已议准在案，况且京师贡院早有同治九年增建成案，并无驳回的理由。⑤

可是，就在三部议覆的前一天，工科给事中邓承修上书条陈科场积弊，重申学政录遗、国子监录送贡

监冒滥是导致乡试人数激增的主因，同时郑重要求皇帝驳回京师贡院的添建案。⑥ 最终，光绪帝采

纳邓氏进言，收回添建京师贡院号舍的决定，同时告诫国子监、顺天学政严行考核，不得稍涉

宽滥。⑦

显然，这纸上谕并不能解决顺天乡试录科的实际问题。仅一科之后，添建京师贡院号舍之

议再起，唯此次出奏的并非礼部或顺天府，而是时任太常寺少卿的徐致祥。与以往不同，徐氏

将添建理由聚焦于直隶生员的考试权益问题。他指出，由于国子监 录 科 较 顺 天 学 政 宽 松 太

多———以当年为例，国子监考试不录者仅百余人，顺天学政录遗摒弃者则达 2000 余人，导致直

隶生员的考位被各省贡监侵占。同时，他还指出，朝廷从未驳回外省贡院添建号舍的奏请，相

较之下，直隶生员的考试机会有减无增，更觉不公。⑧ 鉴于此，徐氏请仍按光绪八年十二月成

议，筹办京师贡院添建事宜。不久，京师贡院的号舍得以“加恩酌予添建”，这也是庚子事变京

师贡院被毁前的最后一次添建。⑨ 当然，徐致祥此奏即便在获准后亦难逃言官的批评瑏瑠，不过此

次添建号舍的决定未再出现反复。总之，尽管京师贡院的号舍添建工程较外省受到更多因素的

牵制，但终究无法脱离清末贡院添建号舍活动的一般逻辑，亦无法成为清廷正视和解决乡试规

模失控问题的契机。

余论

本文梳理清代各地贡院号舍的数量变化和添建活动的概况，分析与之相关的学额、举额、录科

定额、工程资金筹措方式等因素的特点及其演变过程，讨论清代不同时期中央和地方管控乡试规模

的态度与能力问题，并力图以此为线索，在西学东渐的横向视角之外，为理解清末乃至整个清代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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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制度的兴衰提供一个纵向视角。乾隆时期各地贡院停建号舍，嘉道以来添建号舍活动的复苏和

常态化，以及这类活动在清末迎来新高潮的这一连串变化，或可被视为清代科举制度经乾隆时期改

革后重振，再逐步走向衰落的一条隐线。
清末时人议论科举之弊，每每批评八股空疏、不切实用。殊不知早在乾隆九年清廷决定削减各

省录科定额之际，兵部侍郎舒赫德亦曾有废科举之议，其论调正与清末的情况如出一辙。然而，当

时礼部的议驳则指出:“时文、经义、表、判、策论，皆空言剿袭、无适于用，此正不责实之过耳!”①

“崇尚实学”可谓乾隆科举制度改革的重要指导思想。② 需要说明的是，科举制度语境中的

“实学”，除了在范畴上有从专指经学、经史到排斥经学、容纳西学的变化外③，在治学方法的意义

上，通常指通过“力行”培养治学根柢的过程，“崇尚实学”就是反对将治学庸俗化为应制、应试之

具，就是严防科举制度沦为庸俗化的“考试学”。《学政全书》专设“崇尚实学”一卷，正是为了辨明

治学与考试的关系问题。④ 本文所述的录科定额之重订以及贡院号舍添建活动之停滞即是这种思

想在政策层面的表现。同样，与乡试有关的如乾隆时期严行搜检、设立书局查禁删节经书等亦均是

其表现。⑤ 遗憾的是，后来它们大多也和录科定额一样，在科举制度实践中遭到废置，清末小开本

的洋板考试用书充斥考场即是后果之一。
清末，不仅乾隆帝对士子“以观光为游戏”“不复攻苦于寒窗”的担忧再次成为现实，制度条文

与实践之间的巨大落差更成为科举难以为继的重要内因。尽管科举与学校并不总是矛盾对立的关

系，然而清末科举早已沦为“剽窃”“侥幸”的代名词，此种情况下，只有“成期有定”的学校才是确

保“实诣”“实修”的关键。⑥ 科举既无裨于“实学”，遂不得不让位于学校，此种虚实更替显然与乾

隆时期科举改革同理。并且，既然实学不彰是清末科举体制难以疗治的沉疴痼疾，当然早已注定了

清末科举改革之破产———无论各类考试的命题内容如何调整变化，都只能是治标不治本的表面

文章。

( 责任编辑: 杨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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